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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基于 Matsuyama(1999)构建了包含创新决策的内生增长模

型,并讨论了专利保护等政策对企业创新激励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本文

的发现是:专利保护政策强度对经济动态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专利保护政策过

弱时,经济无法实现创新驱动;而当专利保护政策过强时,创新速度与资本积累

速度难以匹配,经济在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区间内生循环。如果能够将专利保

护政策的强度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则可以维持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同时,本文

将人口增长引入模型,发现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增速的下降带来创新成本的提高

和创新速度的下降,而政府可以通过合理加强专利保护以及对创新进行补贴来

抵消人口增速的影响。
关键词 专利保护;创新驱动;人口老龄化;内生增长周期

0 引言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永恒话题。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在2023年3月5日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

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如何平衡企业创新所需要的利润空间以及共同富裕之间的

关系就成了实现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政策应当如何应对老龄化现状以维持经济的创新驱动型发展,也成了急需讨论的问题。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创新和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专利保护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

新并最终影响经济运行。同时,本文将人口增长引入模型,并将其与创新成本相关联,从
而讨论人口老龄化和增速下滑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带来的冲击。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和主要矛盾的转变,我国经济需要完成要素驱动型发展模

式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张来武,2013;柳卸林等,2017):在要素驱动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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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主要来自资本存量的积累,这种增长模式会逐渐挤压潜在的增长空间;而在创新驱动

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创新厂商进入带来的中间品类别的扩张,它能够带来长

期稳定的产出增加。同时,大量有关研究也认同,创新能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高培勇等,2019;张军扩等,2019;王一鸣,2020)。同时,在人口增速下降的背景下,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势必要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而目前鲜有研究涉及此领域。

Jones(2022)通过假设技术进步完全由人口带来,研究了人口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与之相对,本文假设技术进步的动力是资本投入带来的中间品扩张,进而讨论创新保护政

策、企业创新与人口增速之间的联动关系。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和公共政策对创新的影响密切相关。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实

证分析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影响,如政府补贴(肖文和林高榜,2014;张杰等,2015;黎文靖和

郑曼妮,201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顾夏铭等,2018)、知识产权保护(史宇鹏和顾全林,

2013;吴超鹏和唐菂,2016)、融资约束(周开国等,2017)等,普遍发现政府的补贴在适当的

范围内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类似的研究还包括评估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价值和创新产出

的影响(龙小宁等,2018;陈文政,2024)、知识产权保护对专利申请结构的影响等(黎文靖

等,2021)。从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上看,我国目前多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还属于保护力

度不够的阶段。同时,也有一些理论研究讨论专利保护政策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

响,以及最优专利保护政策的设计(董雪兵和史晋川,2006;董雪兵和王争,2007)。
有关专利保护政策对创新的影响,国外学者在理论和实证上都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尝

试。实证上,大量学者研究了专利保护政策和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Ginarte
 

and
 

Park(1997)测算了1960—1990年110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发现普遍而言越发达

的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强。此后,大量研究利用不同的数据集都证明了专利保护政

策能够 促 进 企 业 创 新 和 增 加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Gould
 

and
 

Gruben,1996;Moser,2005;

Branstetter
 

et
 

al.,2006),但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专利保护政策通过降低知识的外溢效

应反而会抑制后续的创新(Lerner,2009;Williams,2013)。在理论上,一些研究基于内生

增长模型 讨 论 了 专 利 保 护 制 度 强 度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关 系 以 及 最 优 专 利 制 度 的 设 计

(Helpman,
 

1993;Impullitti,2010;Acemoglu
 

and
 

Akcigit,2012;Chu
 

et
 

al.,2014),普遍发

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创新厂商提供专利保护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激励,但过度的专利保护

会降低技术的外溢效应。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聚焦专利保护与创新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

题(Acemoglu,1998,
 

2002;Chu
 

et
 

al.,2014;Grossman
 

and
 

Helpman,2018)。现有研究主

要考虑不同专利保护政策下的社会福利,较少讨论专利保护政策与经济周期性的关系。
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创新企业垄断利润要求和资本积累间的矛盾,证明了过强的专利

保护政策会导致经济出现内生波动,阐述了专利保护政策可能存在的权衡取舍。
本文的模型涉及经济在不同增长模式间的转型,而技术增长、人口增加和人力资本的

回报变动是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因素(Becker
 

et
 

al.,1990;Kremer,1993;Galor
 

and
 

Weil,

2000)。Pomeranz(2000)提出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概念,即19世纪之后

世界各国的收入差距显著增加,而这与要素驱动增长下不同国家增长趋同的结论不符。

Easterly
 

and
 

Levine(2001)基于增长核算指出这主要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距增加

带来的差别。20世纪中后期,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高速增长,Hsieh(2002)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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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Zhu(2012)
发现TFP的增长可以解释1978—2007年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的70%。程名望等(2019)
发现改革开放以后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而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率

有所提升;刘晓光和龚斌磊(2022)将TFP分为要素相关型和要素无关型两部分,并讨论了

不同类TFP增长对经济的动态拉动作用。
理论上,一系列研究讨论了不同增长模式之间转变的条件以及其经济影响。Hansen

 

and
 

Prescott(2002)讨论了经济从 Malthus模式增长(自然资源导向)向Solow模式增长

(资本积累为动力)的转型,强调重资本部门的技术增长速度与重资源部门的技术增长速

度差别带来的内生结构转型。Matsuyama(1999)考虑了经济在Solow模式增长和Romer
模式增长(中间品扩张为动力)之间的转换,认为经济会由于资本积累和中间品扩张在这

两个阶段间内生转移。本文的模型框架与 Matsuyama(1999)类似,但同时强调了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的两面性:专利保护政策强度过低带来过低的垄断利润,从而抑制创新;给予

创新厂商过大的垄断势力可能导致垄断利润过高和资本积累不足,创新无法持续。同时,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本文将人口增长引入模型,通过刻画人口增速和创新成本之间的

关系讨论老龄化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政府应当如何对老龄化的趋势做出

应对,以维持经济增长。
本文余下的部分结构如下:第1部分展示特征事实;第2部分展示模型设定与求解过

程;第3部分考察公共政策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主要讨论专利保护政策以及对创新成本

的调控;第4部分引入人口增长对创新成本的影响,讨论老龄化和人口增速下降对创新和

增长的作用,以及公共政策应当如何应对;最后做出总结与讨论。

1 特征事实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内生增长模式转换,表现为经济技术进步以及要素积累对增长的

贡献出现周期性变动。本部分基于Zhu(2012)的研究,对我国1978—2019年间的GDP增

速进行分解,并讨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贡献的周期性特征。
基于Solow(1956)的研究,假设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为:

Y=Kα AH  1-α (1)
其中,K 代表资本总量,H 代表总人力资本,A 为整体的技术水平。假设经济中总人口量为

􀭺L,L 为总劳动力供给,即总人口,人均人力资本h=H/L,则可以将式(1)中的生产函数改

写为:

Y
􀭺L

=
L
􀭺L

K
Y  

α
1-α

hA
1
1-α (2)

对式(2)取对数并计算增长率容易得到:

gY/􀭺L =gL/􀭺L +
α
1-αgK/Y +gh +

1
1-αgA (3)

式(3)表明,人均产出Y/􀭺L 的增长可以分为四类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参与率L/􀭺L 的增长,
资本存量K/Y 的增长,人均人力资本h 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A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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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增长分解的主要数据来源是Penn
 

World
 

Table(PWT)10.01,其中提供了人均GDP、
劳动参与率、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指数数据。同时,式(3)表明为了进行增长率分解,还需要

设定资本的重要性α,基于Bai
 

et
 

al.(2006)的研究,本文取α=0.5,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的经济增速分解

注:图中展示了劳动参与率、资本存量积累、人均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我国人均GDP增长在1978—2019年间的

贡献率(%)。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使用原始数据来自PWT10.01
 

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而言上述四类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都有

较大的正贡献,但是不同类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周期性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劳动参与

率提升、人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存量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为稳定,但技术进步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图中黑色实线)呈现出较强的周期波动性。在1980年前后、1990年

前后、2000年前后和2010年前后,技术进步对中国人均GDP的增长贡献率均出现了较为

明显的下滑,并在这些时间段之后出现了上升周期。本文通过增速分解计算得到的技术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建设存在一定相关性。我国

现行专利法于1985年施行,曾分别于1992年、2000年、2008年进行过三次修正,通过延长

专利权期限等方式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自2013年开始实施《知识产权

优势示范企业培育计划》,也对应了图1中技术进步贡献率在2010年以后的上升。可以看

出,我国加强对专利权保护的时间点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上升周期大体吻合。

2 模型设定与求解

参考 Matsuyama(1999)的研究,本部分构建包含最终品生产商、中间品生产商和代表

性家庭的三部门模型,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资本积累和中间品种类的增长。

2.1 最终品生产商

最终品生产商购买中间品、雇佣劳动力生产最终品,并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以1的价格

出售商品,其生产函数为:

Yt =AL
1
σ
t∫

Nt

0
xt z    

1-
1
σdz (4)



24   经
 

济
 

学
 

报 第12卷

其中,z∈ 0,Nt  ,代表中间品的种类;xt z  代表对中间品z 的使用量;A 代表外生的总

体技术水平;pt z  为中间品的价格。将式(4)写成人均形式:

yt =A∫
Nt

0

xt z  
Lt  

1-
1
σ

dz (5)

其中,Lt 为总人口,yt=
Yt

Lt
代表人均产出。求解最终品生产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对中

间品z的需求为:xt z  
Lt

=γpt z  -σ,其中γ= σ-1
σ A  

σ

。而对劳动力雇佣的最优化条件

进行求解可以得到wtLt=
1
σYt,

1
σ

代表生产中劳动力的相对重要性,wt 为工资。

2.2 中间品生产商

有一系列中间品生产商z∈ 0,Nt  ,为了方便分析,假设中间品生产商租用资本kt z  并

利用线性的生产函数以生产中间品xt z  :

xt z  =
1
akt z  (6)

其中,a 代表利用资本品生产中间品的技术水平。经济中资本利率为r,则企业生产一单

位中间品的边际成本为λt z  =λt=art。
在中间品生产商中,z∈ 0,Nt-1  的部分是从上一期继承而来的“旧技术”,假设这部分

中间品生产商是竞争性的,产品销售价格为边际成本;而z∈ Nt-1,Nt  的部分是第t期

新产生的“创新技术”。创新生产商的进入会增加一单位的中间品数量,同时这部分生产

商可以享受1期的垄断利润。参考Chu
 

et
 

al.(2014),假设政府可以对垄断的中间品生产

商进行专利保护,使其价格最高可以达到成本的μ 倍①,因此新生产商的产品销售价格

pt z  =minμ,σ
σ-1  λt。本文假设μ<

σ
σ-1

,专利保护约束为紧约束,此时加强专利保

护政策(即提升μ)可以提升中间品价格水平。

为了实现创新,生产商需要付出单位为FLt 的资本,因此垄断生产商的利润满足
πm

t

Lt
=

pm
t
xm

t

Lt
-art

xm
t

Lt
-rtF。假设除了固定成本F 外,进行创新没有任何额外门槛,因此当且仅

当πt≥0时创新生产商会进入市场。经济中的总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kt-1

1+n=Nt-1a
xm

t

Lt
+ Nt -Nt-1  a

xm
t

Lt
+F  (7)

其中,n 为外生人口增长率,kt-1=
Kt-1

Lt-1
为人均资本存量。

定理1:
 

人均产出是资本存量的分段函数②。

①

②

事实上,专利保护涉及专利时间长度(length)和专利保护强度(breadth),本文主要讨论专利保护强度,即在专

利期间厂商所具有的垄断势力,因而将专利时间长度标准化为1期。
篇幅所限,文中未展示理论结果的证明,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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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 =
ANt-1

kt-1

1+n  aNt-1  
1-

1
σ

, kt-1

Nt-1
<1+n;

A F
(μ-1)a  

1-
1
σμ-1

μF
kt-1

1+n
, kt-1

Nt-1
≥ μσF
μ-1

1+n  

􀮠

􀮢

􀮡

􀪁
􀪁􀪁

􀪁
􀪁􀪁

(8)

对应的创新强度满足:

Nt

Nt-1
=max1,1+μ-1

μF
kt-1

1+n  Nt-1
-μσ-1  (9)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中现有资本存量的多少决定了经济能否出现创新:当资本存量

较低时,潜在创新生产商的利润不足,经济不会出现创新;而当资本存量较高时,潜在的创

新生产商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人均产出的增长由创新驱动。随着资本存量的变化,经济会

内生地在创新驱动发展和要素驱动发展区间转移。

2.3 代表性家庭与均衡

假设经济中存在一系列代表性家庭,在经济中生活2期,在年轻时获得工资收入wtLt,

并进行储蓄St。家庭的效用函数为Ut=(1-s)logC1
t+slogC2

t+1,其中:

C1
t =wtLt-St (10)

C2
t+1= 1-τk  rt+1St (11)

  求解家庭最优化问题得到St=
s
σYt,此时可以将资本存量变化方程改写为:

kt=

sA
σNt-1

kt-1

1+n  aNt-1  
1-
1
σ
, kt-1

Nt-1
< μσF
μ-1

(1+n);

sA
σ

F
(μ-1)a  

1-
1
σμ-1

μF
kt-1

1+n
, kt-1

Nt-1
≥ μσF
μ-1

(1+n)

􀮠

􀮢

􀮡

􀪁
􀪁􀪁

􀪁
􀪁􀪁

(12)

  为不失一般性,设a=1,则有:

kt=
sA
σ min 1+n  

1
σ-1 kt-1

Nt-1  
-
1
σ
, F

(μ-1)a  
1-
1
σμ-1

μF
1

1+n  kt-1  (13)

Nt=max1,1+μ-1
μF

kt-1

1+n  Nt-1
-μσ-1  Nt-1 (14)

从而标准化资本存量􀭹kt=
kt

Nt
的演化路径为:

􀭹kt=

sA
σ 1+n  

1
σ-1􀭹kt-1  

1-
1
σ , 􀭹kt-1 <

χ
γ

(1+n);

sA
σ

F
μ-1  

1-
1
σμ-1

μF
􀭹kt-1

1+n

1+γ
􀭹kt-1

1+n-χ
, 􀭹kt-1 ≥

χ
γ

(1+n)

􀮠

􀮢

􀮡

􀪁
􀪁
􀪁
􀪁
􀪁
􀪁
􀪁􀪁

(15)

其中,χ=μσ-1,γ=μ
-1

μ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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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利保护、创新政策与经济增长

本部分根据标准化资本存量的演化方程分析不同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

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和要素驱动发展阶段之间的转移。特别地,本文

主要考虑专利保护政策μ 和创新产业政策F 的影响。为了简化分析,假设a=1。

3.1 专利保护政策、创新与增长

标准化资本存量􀭹kt 的演化方程为:

􀭹kt=g􀭹kt-1  =

sA
σ 1+n  

1
σ-1􀭹kt-1  

1-
1
σ , 􀭹kt-1 <

χ
γ

(1+n)

sA
σ

F
μ-1  

1-
1
σμ-1

μF
􀭹kt-1

1+n

1+γ
􀭹kt-1

1+n-χ
, 􀭹kt-1 ≥

χ
γ

(1+n)

􀮠

􀮢

􀮡

􀪁
􀪁
􀪁
􀪁
􀪁
􀪁
􀪁􀪁

(16)

  在给定的参数下,g􀭹k  的图像如图2所示。

图2 标准化资本存量演化方程图像

注:图中展示了标准化资本存量􀭹kt=kt/Nt 的演化方程,所使用的参数值为A=4.82,s=0.7,σ=3,γ=2.22,

n=0.05,μ=1.49
 

可以看出,g􀭹k  是􀭹k 的分段函数,当
􀭹k
1+n<

χ
γ=

μσF
μ-1

时单调递增,当
􀭹k
1+n>

χ
γ=

μσF
μ-1

时单调递减。
􀭹k
1+n<

χ
γ

时经济中不存在创新,属于要素驱动增长;而
􀭹k
1+n>

χ
γ

时经济中存

在创新,属于创新驱动增长;当
􀭹k
1+n=

χ
γ=

μσF
μ-1

时有g 􀭹k  =
sA
σ

μσF
μ-1  

σ-1
σ

=G。显然,当

G>μσF
μ-1

1+n  时,g􀭹k  的不动点􀭹k*满足
􀭹k*

1+n>
μσF
μ-1

,即经济增长的稳态处于创新驱动

发展阶段。但是,这个稳态并不一定是稳定的,注意到创新驱动发展的稳态􀭹k
-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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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
-
  =

σ1+n  
sA 1-χ  

χ
γ  

1
σ

<0。在给定参数的情况下,随着μ 的增大上式绝对值增

加,因此当μ 足够大时,g'􀭹k
-
  <-1,创新驱动发展的稳态不再稳定,经济会趋向于一个内

生的循环,在创新驱动发展和要素驱动发展的区间波动。
定理2:

 

在一定参数条件下,专利保护政策强度存在两个阈值μ1 和μ2,使得:
(1)

 

当1<μ<μ1 时,经济最终会趋向一个要素驱动发展的稳态。在这个稳态里,标准化

资本存量􀭹k 和人均资本存量k为常数,经济不存在创新,Nt=Nt-1,人均产出保持不变。
(2)

 

当μ1<μ<μ2 时,经济最终会趋向一个创新型发展的稳态。在这个稳态里,创新的

速率为常数,Nt

Nt-1
=gN>1,标准化资本存量为常数,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匀速增长。

(3)
 

当μ2<μ<
σ

σ-1
时,经济最终趋于一个内生的循环。在这个循环里,经济在创新

驱动发展状态􀭹kH 和要素驱动发展状态􀭹kL 中内生转变。在资本存量较低的状态下,经济

不存在创新,但存在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完全由资本积累驱动;在资本存量较高的状态下,
经济存在创新,经济增长由创新驱动。

根据之前的分析,潜在创新企业是否进入市场和潜在的垄断利润相关:潜在垄断利润

足够高时,创新生产商才会进入。专利保护政策过于宽松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中间

品生产商垄断带来的扭曲,但也降低了它们进入市场的激励,反而可能导致创新受到抑制,
经济进入要素驱动发展的阶段。如图3所示,专利保护政策过于宽松会导致企业创新意愿消

失,经济增长完全由资本积累驱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经济可以维持一定时间的增长,但随

着人均标准化资本存量达到稳态,资本边际收益会递减,导致人均产出增速最终下降为0。

图3 专利保护政策过于宽松时的经济动态

  注:图中展示了专利保护过于宽松时的经济转移动态,所采用的专利保护强度为μ=1
 

同时,以上定理也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加强专利保护政策有可能让经济从要素

驱动发展阶段转移到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带来更高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如图4所示,当经

济原本处于无创新阶段时,通过加强专利保护政策可以鼓励创新,让经济最终转移到创新驱

动发展阶段。但是,在从无创新阶段到有创新发展阶段的转移初期,大量创新企业的进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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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加强专利保护政策力度有可能让经济从无创新阶段进入有创新发展阶段

  注:图中展示了加强专利保护之后的经济转移动态,采用的参数值为μ=1.3
 

能导致人均标准化资本存量􀭹k 在短期内快速下降,从而导致转移初期人均产出增速较低。
但是,定理2表明,过度提升专利保护政策强度有可能带来经济内生的循环波动。经

济中内生循环的出现是中间品垄断利润要求和资本积累的矛盾带来的。经济中所有的资

本都来自家庭的储蓄,因此资本积累取决于劳动者收入。当专利保护政策力度较小时,潜
在的创新生产商不足以获得足够的垄断利润支撑创新成本,经济中不会存在创新;当专利

保护力度增强时,潜在的创新生产商垄断利润提升,经济转移到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但

是,创新生产商的垄断利润过高会出现垄断利润和资本积累的矛盾:在经济处于创新驱动

发展阶段时,由于创新厂家的垄断利润过高,会有过多的创新出现,而资本积累速度难以

与之匹配,经济重新回到要素驱动发展阶段;要素驱动发展阶段持续一段时间后,资本

逐渐积累,人均标准化资本存量􀭹k 回升,创新空间重新出现,经济又回到创新驱动发展

阶段,如图5所示。

图5 过强的专利保护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出现内生波动

  注:图中展示了专利保护政策过强时可能导致的经济内生周期,所使用的专利保护强度为μ=1.49
 

注意这里只考虑了2期循环的情况,即经济在1期的创新驱动发展后,内生地进入

1期的要素驱动发展。根据 Matsuyama(1999)的模拟,随着参数的变化,模型中的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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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可能分裂为4期、8期直至2n 期循环,具体循环长度取决于创新速度以及资本积累的

速度。不同循环长度对应的经济学直觉相同。此外,Gardini
 

et
 

al.(2008)指出,当σ取值很

大时,经济可能出现3期循环并进而出现混沌(Li-Yorke定理),带来更难以预测的波动①。
但由于过高的σ对应过低的劳动力收入比例,与现实不符,本文不作考虑。

给定储蓄率s=0.7,技术水平A=4.82,创新成本F=0.15,人口增速n=0.05,此时经

济在创新阶段的稳定人均产出增速上限约为6%,符合我国现实。计算不同专利保护政策

强度下人均标准化资本存量􀭹k 最终趋向的稳态或者循环,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不同μ 值下经济最终状态
 

图中虚线代表曲线
χ
γ

(1+n),经济在灰色虚线以上时,表示经济处于创新驱动发展阶

段,否则经济处于要素驱动发展阶段。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当μ 很小时,经济会停滞在

要素驱动发展阶段;当μ 处于中间水平时,经济可以维持持续的创新型发展;而当μ 过大

时,经济会内生地在要素驱动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之间进行波动。
下面考虑专利保护政策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地,本文考虑经济的平均增长

率。根据之前的分析,不同专利保护政策强度下经济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定理3:

 

在不同专利保护政策强度下,经济的平均增速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1)

 

在要素驱动稳态上,经济不存在创新,人均产出增长率为0;
(2)

 

在创新驱动稳态中,标准化资本存量为常数,人均产出的增长完全由创新驱动,即

g=Nt/Nt-1=
sA
σ

F
μ-1  

1-1σμ-1
μF

1
1+n

;

(3)
 

在内生循环的情况下,经济在􀭹kL 和􀭹kH 两个状态间呈现2周期循环,平均增速满

足􀭺g= 1+μ
-1

μF
􀭹kH

1+n-μ
σ-1。特别地,经济存在内生波动时的平均增长率大于假设经济

无内生波动时的平均增长率。

① 注意当μ=
σ

σ-1
,n=0时经济系统回到 Matsuyama(1999)研究中的系统,Gardini

 

et
 

al.(2008)对该系统的稳态

和循环性质给出了完整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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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前文的参数,可以计算不同专利保护政策强度下的经济平均增长率,结果如图7所

示。图中“无内生循环平均增速”代表函数g=
sA
σ

F
μ-1  

-1σ1
μ
1
1+n

,即假设经济一直不出

现内生波动时,任意专利保护政策强度对应的经济平均增速。

图7 不同专利保护政策强度下的经济平均增速

注:其中浅色实线表明实际计算得出的经济平均增速,深色虚线表示假设经济不存在内生波动的情况下,经济的

假想平均增速
 

可以看出,虽然随着专利保护政策强度的加强,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在增加,但有可能

导致经济出现内生长期波动。在临界值两侧,缩紧专利保护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经济平均增长率,但可以有效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维持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实现持

续且稳定的创新过程,过于宽松的专利保护政策可能并非最优选择。具体而言,当经济可

能存在内生周期时,政府在选择专利保护强度时面临权衡取舍:一方面,更高的专利保护

政策强度可以提升平均增速􀭺g,这代表着模型中消费者效用的平均增速;但另一方面,更高

的专利保护政策强度也可能会提升经济增速的波动σ2g= lngH/􀭺g  2+lngL/􀭺g  2  /2,

其中gH 和gL 分别代表经济在创新驱动和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的增速,平均增速满足􀭺g=

gHgL 。在本文的模型中,为了简化分析并未刻画经济增速波动带来的潜在损失,但现实

中政府可能不希望经济出现额外的波动。假设政府的效用函数满足Ugov=u 􀭺g  -
vσg  ,即政府偏好更高的平均增速和更小的增速波动,那么容易看出,当经济可能存在内

生周期时,政府面临着更高增速和更高波动的权衡取舍,过度提升专利保护强度μ 可能并

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同时,注意到实际情况下从无创新到有创新的过程可能需要支付

额外的创新成本,例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往往导致对工人技能、制度设计等要求的变

动,这可能导致存在内生周期情况下的社会福利下降。

3.2 创新产业政策与增长

产业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创新的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特别地,假
设创新成本下降5%,并比较经济的不同动态以及平均增长率,结果如图8所示。

图8表明,降低创新成本在促进企业创新的同时也提高了经济出现内生波动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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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降低创新固定成本的影响

  注:图中展示了降低创新成本F 对经济动态以及人均产出增速的影响。所使用的参数为F'=0.95F
 

从数学条件上来讲,前文已经证明经济出现波动的条件为:

Γ=
σ1+n  

sA 1-χ  
χ
γ  

1
σ

<-1 (17)

而F 的下降导致了γ 的上升,给定μ 的情况下Γ 的绝对值下降,从而经济的波动条件更难

以满足。创新固定成本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垄断利润和资本存量积累之间的矛

盾。创新成本的下降对创新者垄断利润存在三方面作用:首先,F 的下降促进了创新,导

致Nt 的增加,因此在相同的资本存量下能带来更多的创新,总垄断利润增加;其次,在相

同条件下随着创新成本的下降,更多企业选择创新,导致单个垄断中间品的利润空间下

滑,创新者的垄断利润下降;同时,F 的减小使得利率增加,垄断中间品生产商定价提高,

垄断利润增加。三者共同作用,导致稳态时的总垄断利润上升,创新速度加快。F 的下降

一方面提高了总体资本回报率,导致相同条件下产出增加,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另一方面

创新的固定成本下降导致相同的资本投入能带来更多的中间品数量增长,资本积累相对

更快,能在更大程度上抵消创新带来的标准化资本存量下降,避免经济产生波动。政府可

以通过对创新企业进行补贴τn 的方式影响创新企业实际的固定成本。如果政府对潜在

的创新企业给予补贴τn,则企业面临的实际创新固定成本为 1-τn  F。同时,政府可以

通过对家庭储蓄征税τk 的方式实现预算平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假设了OLG的家庭偏

好,因此储蓄征税不会影响家庭的储蓄决策,但更高的储蓄税可能导致家庭在老年时的消费

下降,因而存在权衡取舍。

4 人口增速变动、经济增长与政策应对

随着我国人口增速下降,研究人口增速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本部分扩

展基准模型,研究人口增速的变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讨论政府的潜在政策应对。

为了体现人口增速对创新的影响,基于Kremer(1993)假设单位创新成本F 是人口增速n
的减函数,代表经济中年轻人越多创新就越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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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0

2+n  θ
(18)

  给定以上的单位创新成本表达式,假设θ=8,并假设经济中人口增速从n=5%减半

为n=2.5%,并计算不同人口增速下的经济动态,如图9所示。

图9 不同人口增速下的经济动态

注:图中展示了不同人口增速下经济动态的变化,图中深色线表示人口增速为5%时的情况,浅色线表示人口增

速为2.5%时的情况
 

图中深色线表示n=5% 时经济标准化资本存量的稳态取值,浅色线表示n=2.5%时

的稳态取值。在人口增速下滑后,其他条件相同时标准化资本存量提升,但创新成本增

加,两者共同作用,导致经济更难以达到创新条件并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稳态。同时,人
口增速的下降和创新成本的提高导致相同条件下创新厂商垄断利润和资本积累的矛盾加

剧,经济更容易出现内生增长周期。

图10 不同人口增速下的经济增长

注:图中展示了低人口增速和高人口增速下经济平均增速的变化 

在相同的参数下,计算经济中人均产出增速随着专利保护政策强度变动的变化,结果

如图10所示。可以看出,相同条件下人口增速的下降会带来更低的平均增速,并降低出

现内生周期的政策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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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人口增速的下降有两个效应:一方面,人口增速n 的下降使得期初人均标准化

资本存量的增加,经济更容易出现创新;但另一方面,人口增速的下降导致经济中年轻人

比例减少,创新成本提高。在图10给定参数下,人口增速的下降导致创新成本的提高程

度足够大,超过了资本存量相对上升的效应,因此人口增速下降会抑制创新。同时,创新

成本的提高导致在同样的专利保护政策强度下中间品生产商所需的垄断利润更高,资本

积累和垄断利润的需求更加强烈,经济更容易出现内生波动。
定理4:

 

假设人口增速从n 下降到n',而专利保护政策不变,则人均产出增速为:

g'=
sA
σ
1
μ

F0

μ-1  
-
1
σ 2+n'  

θ
σ

1+n'
(19)

面对人口增速下降nt,政府可以通过提高专利保护政策强度μt 以及调整创新政策门槛

F0 以维持经济增速。假设调整反垄断政策前后经济均处于有创新增长稳态阶段(不存在

波动),那么为了维持经济增速为g0 所需要的政策组合μt,F0 满足:

sA
σ

μt-1  
1
σ

μt

2+nt  
θ
σ

1+nt
F0

-
1
σ =g0 (20)

其中,1+nt=
Lt

Lt-1
为t期的人口增长率。

定理4表明,在人口增速突然下降后,人均产出增速可能下降,而应对人口增速下降

的一个潜在政策选择是加强专利保护政策。如果人口增速逐渐下降,则专利保护政策强

度需要逐渐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提升专利保护强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口增速下降对总产

出增速的负面作用,但当原稳态中μ 较高时,应对人口增速下滑进行的专利保护强度提高

可能会导致经济进入内生循环阶段,带来长期不可消除的波动;同时,可以将专利保护政

策配合创新促进政策使用,提高μ 的同时降低F0,从而争取更大的政策空间。
特别地,之前的分析是基于单位创新成本和经济中年轻人比例的特定函数形式进行

的。如果改变函数形式,结果可能会不同。可以证明,在稳态增长路径上,人口增速对创

新以及增长的影响与参数θ以及σ的关系相关。
定理5:

 

当θ>2σ时,人口增速较低的范围内人口增速的下降会导致创新更难发生,
经济更容易出现波动,相同条件下创新速率降低;而当θ<2σ 时,人口增速较低的范围内

人口增速的下降会导致创新更容易发生,经济更难出现波动,相同条件下创新速率上升。
定理5表明,人口增速变化通过影响创新成本进而影响到创新速度和经济增长,当人

口增速和对应的年轻人比例与创新的固定成本相关时,人口增速的下降会导致创新固定

成本的提高,经济更不容易出现创新。在均衡时人口增速变动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取决于

以上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当θ>2σ较大时,人口增速的下降导致创新固定成本的大幅提

升,创新成本提高对创新的抑制作用大于人均标准化资本存量增加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从
而导致创新速度下滑,同时经济更容易出现波动;当θ<2σ较小时,人口增速的下降带来的

创新成本提高有限,对创新的抑制作用小于人均标准化资本存量增加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人
口增速的减缓反而会促进创新,经济更不容易出现波动。因此,政府考虑通过调整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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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对冲人口增速下滑的影响时需要考虑经济中人口增速对创新成本的影响程度,因为θ
参数的取值不仅影响人口增速下滑时经济增速的响应模式,同时也影响人口增速下降后专利

保护政策的可行政策区间。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专利保护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在经

济中,只有进行创新有足够高的利润时,才会出现创新和内生增长。根据资本存量的多

少,经济会内生地区分出资本驱动和创新驱动的两个区间:在资本驱动发展阶段,资本存

量较低,经济不存在创新,增长完全由资本积累推动;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资本存量较

高,经济存在创新,增长由中间品的扩展驱动。
本文发现,专利保护政策强度对于经济的动态影响并不是单调的:当专利保护政策力

度过小时,潜在创新厂商的利润空间过小,经济进入无创新的区间;当专利保护政策力度

提升时,潜在创新厂商的垄断利润为正,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区间,并且专利保护政策力

度越强,创新的速度越快;但是,当专利保护政策力度过强时,高垄断利润对创新的促进以

及对资本积累的抑制会导致经济出现内生的波动,同时,政府也可以补贴创新企业以提高

潜在利润空间,从而鼓励创新,同时避免经济出现内生波动。在现实中,专利保护强度可

以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GP指数,Ginarte
 

and
 

Park,1997)进行直接衡量,也可以基

于技术交易市场成交额进行间接代表(胡凯等,2012;李爽,2017)。为了判断专利保护政

策是否过强,根据本文的模型结论,可以比较标准化资本存量􀭹k 的波动性:当标准化资本

存量的波动性较小时,经济可能并未出现增长模式的转变;而当标准化资本存量的波动性

较大时,可能意味着经济出现了内生周期波动。
本文发现人口增速对创新存在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人口增速的下降导致人均标准

化资本存量增加,促进创新;另一方面,人口增速的下降导致经济中年轻人的比例下降,创
新的固定成本提高,从而抑制创新。均衡时人口增速下降对创新速度的影响取决于这两

种作用的相对大小。当人口增速下降时,政府可以通过给予创新厂商更强专利保护或者

增加对创新企业的补贴的方式以促进创新,维持产出增速。
要注意的是,本文的结论是基于大量模型简化假设的基础上的。本文考虑的是交替

世代(OLG)模型以及特定的对数效用函数,这是为了简化家庭端的储蓄决策,如果将家庭

的效用函数扩展为无限期任意的CRRA效用函数,可以证明结论与基准模型类似,即在一

定参数下过强的专利保护会带来内生长期经济波动;同时,本文只考虑了专利保护政策和

创新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影响,并未考虑货币政策的影响;此外,本文中假设经济不存在外

部的总量冲击,因此文中的周期均为内生周期,如果希望分析在经济周期上政府创新政策

的动态调整,则需要将本文的框架与传统经济周期的分析框架相结合,引入外部的周期性

冲击;另外,在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时本文外生给定了创新固定成本和人口增速之间的

关系,并未给出其背后的微观基础。如果希望进一步具体分析政策与增长的关系,以及面

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应当如何应对,则应当采用动态多部门新凯恩斯模型,并参考 Uzawa
(1965)和Lucas(1988)引入生产部门和创新部门,以此讨论劳动力在生产部门和创新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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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流动,进而讨论专利保护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对增长的影响以及这些政策

之间的合理组合。同时现实中要素积累发展阶段往往对应着重工业的扩张以及环境污染

的加剧,而创新驱动往往与绿色和高质量发展相关,通过在现有的基准模型上引入不同发

展阶段的能源使用以及污染积累,也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绿色创新等各类创新以及“双
碳”目标实现等相关理论与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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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tsuyama
 

(1999),
 

we
 

construct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that
 

includes
 

innovation
 

decisions,
 

and
 

discuss
 

the
 

impact
 

of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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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atent
 

protectio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incentives
 

and
 

innovation-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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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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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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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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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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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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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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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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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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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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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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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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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dogenou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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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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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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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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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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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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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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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al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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